理解·语境·线索·真相

——基于复原历史语境的高中生历史理解力提升策略
                           长汀县馆前中学   严立明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指出了高中历史教育的定位，即在初中历史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着力培育历史理解力，使学生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1]不容争辩，理解力是学生进行学科研习、探究的核心能力和必备品质。故而理解力既是学生历史学习走向深度的基础，也是学生提升历史核心素养的核心所在。那么，如何提升高中生的历史理解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呢？笔者认为，昆廷·斯金纳提出的历史语境理论为学生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增添了全新的观察视角。本文拟从复原历史语境的内涵解读出发，结合具体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着重探索提升高中生历史理解力的策略，为一线高中历史教学路径拓新尽点微薄之力。
一、复原历史语境的内涵解读

    “语境论”完形于二十世纪末，该理论的主要建构者是英国的思想史学家昆廷·斯金纳。“语境论”提出的背景主要是昆廷·斯金纳发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流弊，即以“文本为中心”。目前，关于“语境”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就历史学科而言，“历史语境”是“将历史事物置于特定言语结构和外部环境中去审视和考察”的一种观念。[2]语境可以揭示历史事物缘起、进程及与其他历史事物之间特殊的内在意义关联。其原因在于语境确定了历史事物所建构的“现场”和在历史中所占据的具体结构位置，进而就可以据此说明历史事物的功能性交互关系，它是存在于行为主体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总和。[3]
    根据“语境”的外在表征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历史现场语境，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真实存在过的关系网络及人们的行为产生的遗留物。这类语境可以是关于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信仰的、习俗的、国家的、社会的及私人空间的一切“外在于历史研究者的客观存在。”这类语境彰显了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确定性。对这类语境的理解方法是基于历史实在论，以历史遗留物为探究对象，搜寻历史遗留物暗藏的真实线索，并以这些线索为历史解释、历史叙述的材料建构历史认知体系。二是文本信息语境，即创史者或叙事者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以特定时代的文字语言描述历史事物的文本。这类文本就是大家熟知的文献史料，如书信、日记、个人档案、官方文书、碑刻或简牍等。由于人为的或主观故意的破坏或无心的损坏，再加上“历史老人”的无情冲刷，这类文本信息语境留给后人研究的非常稀少。历史学家要了解和理解过往历史更多的依赖这类文本信息语境，具体方法是通过解读历史遗留的文本信息，发掘其中隐藏的真实历史信息并赋予某种意义来呈现历史。三是主体思想语境，即历史研究者建构往昔旧事的概念、意识、框架或理论。这类语境就是认识论中所提及的历史主体的文化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宗教信仰观念。它们是历史主体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或理论方面的大框架，支配着历史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一言一行。这些思想层面的意识结构内容可以转化为历史研究者阐释历史的理论表达。[4]
    揆其要者,斯金纳的“历史语境论”就是用“历史的”技术手法在特定语境中探寻真实的“历史线索”从而解读作者意图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将文本信息置于其产生的思想语境、社会环境及话语框架之中，视文本语言为一种特定“历史的”行动，通过透视创史者或者叙史者言说的环境来辨别其言说真实意图，并力求用设身处地地站在思想家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来解释历史。[5]
二、基于复原历史语境的高中生理解力提升策略

（一）回归历史记载，探索“真实线索”

通过提供历史情境让学生理解、运用历史重点内容分析具体问题成为当下历史课堂教学及历史学业水平评估的惯常做法。然而，由于部分教师任性地从历史文献中截取“历史片段”以说明某个历史问题，或者断章取义地考察学生理解能力，把一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完整的历史事件当作一个单一的、孤立的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学生的历史理解发生了偏差。

如，在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一课时，有些教师为了说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从秦朝开始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往往会呈现这样一段史料，史料一如下：

始皇帝幸梁山宫，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摘编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果单从这个历史片段出发理解，学生确实很容易得到历史结论，即秦始皇之所以发怒主要是因为“丞相车骑众”，显得丞相地位太高，实力太强，有挑衅皇帝权威的嫌疑。真实的历史情况果真如此吗？非也！造成学生以上错误的历史认知，主要是教师为了助力深化认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从秦朝开始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从而提供的一个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历史材料。其实，造成材料中“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这个恶果的真实原因并不是秦始皇“见丞相车骑众”而产生了愤怒情绪。若教师补充上面史料的“前置史料”，学生完全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历史结论。史料二如下：

卢生说始皇曰：“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摘编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果重新阅览《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会察觉“史料二”其实是“史料一”的前置内容。史料二主要是讲秦始皇晚年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从而使大秦帝国世代相传。秦始皇求取“长生不老药”的美好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有个叫卢生的人告诉秦始皇，原因在于需要“避恶鬼”才会“真人至”。故建议秦始皇努力做到“所居住之宫毋令人知”从而才能实现“不死之药殆可得”的宏愿。由此可知，出现“材料一”中秦始皇残暴行为的原因并不是“见丞相车骑众”，实乃其“所居住之宫”被别人发现了会影响“不死之药”的获得。故要避免类似于“材料一”这类片面史料的孤立式解读而产生的误解，需要阅史者回归历史记载，在复原完整的文本信息语境后才能寻找到“真实线索”，从而才能知道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出现的真正原因所在。
（二）回溯人物经历，探寻“成长线索”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的存在。历史是丰富的，更是复杂的，因为历史上人物的一言一行，既与历史人物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也与历史人物个人的成长经历、成长故事相勾连。如果撇开历史人物具体的人生经历而简单地去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结果，一样会导致历史认知出现偏颇的情况。
如，在学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一课时，大部分教师都会提及一个历史人物——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本可以脱身去日本而免于“菜市口的杀身之祸”。他为何不逃脱？他为何在屠刀面前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喊出“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话语？由于部编新教材的“纲要化、浓缩化”特征，使得教材文本对戊戌变法事件的描述“惜墨如金”，对谭嗣同个人的家世、身世及人生际遇的描述更是未见“只言片语”。如果仅仅凭借教材关于“谭嗣同英勇就义”简单描述，学生往往会从谭嗣同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或者缺乏必要的斗争经验方面去解读他的言行。这种简单化的解读会使得原本丰盈的历史内容走向“贫瘠”，使感人、生动、具体的历史画面走向“枯燥”，使灵动、真实、有韵味的历史课堂走向“僵化”。为了助力学生解读并全面理解谭嗣同“不逃脱而英勇就义”的行为，笔者呈现了一段材料，材料如下：

谭嗣同自幼生母早逝，后遭后母的虐待，故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轻生的种子，1894年甲午战败，其认识到国家处于苦厄之际。1986年又在南京研习佛学。佛教中的“普度众生”“慈悲救世”的思想引发了谭嗣同内心的极大共鸣。[6]
    学生通过阅读此段材料后发现，谭嗣同“不逃脱而英勇就义”这一行为产生的原因，不能单一地从“家国情怀和斗争策略”这个视角来简单解释，还应该从谭嗣同个人成长经历的视角来分析。谭嗣同小时候悲惨的人生际遇——遭受后母的虐待，后来研习佛学拥有了“慈悲救世”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也是谭嗣同英勇就义的原因之一。
    又如，秦二世的暴政是大秦帝国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秦二世胡亥为何会实施暴政？其实也可从秦二世胡亥的成长经历这个视角分析。胡亥自小师从睚眦必报的赵高学习秦律，秦律的无情、凶残精神培养了胡亥阴暗的心理和性格凶残的性格。再加上胡亥的上位全靠诛杀兄弟姐妹二十余人及大量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故胡亥一直担心自己的“非正常上位”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又杀了更多的人。可见，胡亥的凶残行为既与其师赵高的人品有关，又与他本人“凶残的上位经历”相关。“如果不从历史人物的内心和成长经历来看他们，不像一个演员感受他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来感受他们——把他们的想法再想一遍，就不可能正确地审视历史、解释历史。”[7]
（三）回望事发现场，探究“动机线索”

     学习者要正确理解历史，就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挑选出与“现场”相关联的“线索”，以便将需要解释的事件与语境中的其他结构勾连起来。[8]历史人物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现场情境”，只有将言行置于这种“现场情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学习历史者要极力“进入”过去的结构中，将自己所具备的现代生活经验与关于过去的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了解过去的关键能力。[9]
例如，1861年2月1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主持国务会议，要求贵族们支持农奴制厘革。他一再强调：“诸位深信，凡能够维护地主利益的举措，都会努力做到。”如何理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言？此言是真？还是假？还是半真半假？为此，要理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言语，应该回望事发现场——国务会议。

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的国务会议的与会者大都是贵族、地产者、工厂主的代表及部分商人代表，农奴是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参加这种会议的。[10]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知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开讲的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解放农奴”缓和阶级矛盾，既可以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可以为工厂提供大量廉价的自由的劳动力。很显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着眼点是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相比较而言，贵族地主的利益着眼点肯定不是整个国家而是自身局部利益，即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农奴。所以，解放农奴意味着损害了贵族地主们的眼前利益。作为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改革带来的阻力，首先要做的是安抚国务会议的多数力量，即贵族地主。故1861年2月1日的国务会议上，亚历山大二世才会说出让多数贵族地主能够安心的话语，这些话语的一再重申，我们可以理解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智慧。

如果我们要深刻理解这句话，而不返回“国务会议”现场去深挖亚历山大二世说话的“动机线索”，可能就会简单地从改革的性质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阶级属性视角出发，把沙俄的此次改革仅仅理解为“纯粹为维护贵族地主利益的封建性质改革”。这种脱离“历史现场情境”的历史误读，会完全扭曲历史的原貌，会产生错误的历史认知，会影响学生历史理解力的有效提升。
（四）回眸时势背景，探求“情境线索”

古人的言行除了与古人自身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历史事发现场有关，还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正相关。为此，有学者强调：“要从永远关上了大门的过去世界中获取真实信息，首先需要使自己返回到过往的世界中，去了解古人的想法、信念、风俗、主流思想行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所处的情势。不经过理解就做出评判，很容易沦为妄断。”[11]
例如，在学习“洋务运动”这部分内容时，为了证明洋务派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局限性，部分教师往往会呈现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这句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2]此种言论，给读者的感觉就是洋务派见识短浅、鼠目寸光，根本没有意识到西方在近代除了技术，还有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优于清廷。此话语似乎也说明李鸿章本人犹如井底之蛙视野狭窄，或者仍躺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里”。细心的教师如果继续查阅有关李鸿章的一些文献，完全可以发现另外一个李鸿章。如李鸿章在《朋僚函稿》中说：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13]仔细咀嚼此言，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不仅视野宏阔，而且从言辞中感觉他为人做事谦逊、理性起来了。

为何一前一后的李鸿章完全有同的形象？是李鸿章在短时间内就改变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其实，真正的缘由是李鸿章在草拟《致总理衙门函》之时就预见到了此稿的阅读者们，即总理衙门内的那些守旧官员及清廷的实际掌权者太后。如果在此稿中，李鸿章就旗帜鲜明亮出西方的各种进步与优势，必然会遭到持“以夏变夷”观点的实权派的反对和反感。在当时清廷内部，持“以夏变夷”观点的官员是多数人，这是李鸿章心里面格外清楚明白的“时势”，如果他自己逆这个“时势”而动，自己肯定官位难保甚至有杀身之祸。能在鸦片战争后随机意识到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不管是在国际视野方面，还是官场经验方面都可以说远远出于同时代人之上。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李鸿章在《朋僚函稿》中，为何文风一转而凸显他不一样的见识和为人风格呢？原因非常简单，此稿是给他的恩师曾国藩阅览的，他们双方知根知底，说话言语自然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拐弯抹角了。总之，我们要真正理解古人及其言行，应该返回古人的生活环境及“时势”背景中去探求“情境线索”，从而逼近历史真相，否则距离历史真实只会越来越远。
三、余论

    陈寅恪在论及理解历史的风险时指出:“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古人之意志。 ……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14]史学大师陈寅恪此论的精妙之处与西方历史语境论不谋而合、理投意合。故历史学习者要真正提高历史理解能力，应该在扩大史学阅读面的基础上，依托新的历史学习理论成果“神入历史”进而深入历史。基于复原历史语境的历史理解策略是：以复原历史语境理论为思考指针，从历史文本记载去扫视，探索“真实线索”；从古人的成长经历注视，去探寻“成长线索”；从历史案发现场去检视，探究“动机线索”；从时代大背景去审视，探求“情境线索”。惟其如此，才能看懂历史、读懂历史，才不会滑入“穿凿附会”的泥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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